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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3年3月16日臺灣高等行政法院首

件針對重度障礙者「爭取個人助理服務時

數」案作出判決，認定新北巿社會局核定

「玉姐」（化名）上限每月60小時為違反

法律規定，撤銷原處分，判決並要求社會

局依法院見解，就玉姐2020年的申請案視

個案情形，進行相關程序，核定妥適個人

助理服務時數（劉世怡，2023）。

這件司法訴訟案不僅僅是單純的一件

官司，更是身障者玉姐用己身的經驗與遭

遇，透過司法訴訟制度，去檢驗國家行政

機關及司法機關在面對障礙者平權議題時

的態度及所採取措施為何？從玉姐案的宣

判，讓人不禁反問我國的個人助理服務以

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

《身權法》）是否出了問題？為何身心障

礙者的個人助理服務已經開辦多年，玉姐

還必須依靠提起司法訴訟，才能爭取到最

低的基本生活所需？司法救濟程序是人權

保障的最後手段，然而究竟是什麼樣的原

因，逼使我國障礙者必須得靠司法救濟一

途，才能活得像個人、活得有尊嚴？其他

無法或無能力行使、踐行司法程序的障礙

者，又該如何？

玉姐是我國120萬名身心障礙者中的

其中一名，她爭取提高個人助理時數的案

例，突顯了我國障礙政策與《身權法》的

法律規範不足。從玉姐案看我國現行之

《身權法》及其子法，對於障礙者平權議

題中的個人協助制度作為落實障礙平權的

可能性，及將個人協助制度納入《身權

法》修法的必要性，則是本文欲探討之核

心議題。

這些問題的核心爭點在於我國障礙政

策的目標及背後的邏輯思維為何？是將障

礙者視為具有公民資格與身分的公民？還

從「玉姐案」談個人助理（制度）
納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

重要性

丁旗源



社區發展季刊　184期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280

專題論述

是在醫療模式邏輯下，視為因其損傷而需

提供照顧、護理，需要依賴的次等國民？

玉姐的個案體檢了我國法制在障礙平權議

題上的不足，而身心障礙者想和大家都一

樣地企求與障礙運動所欲達成障礙者平權

目標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故身心障礙者

團體所主張將個人協助制度修入《身權

法》母法，或許才是落實障礙者各項平等

權利的具體方法。

貳、我國障礙者面臨的困境

玉姐多年來長時間處於生活條件極端

惡劣的狀況下，每天僅有的居家服務與個

人助理時數，都拿來處理沐浴、更衣、用

餐等基本需求。在這樣的處境下，玉姐每

天被迫只進食一餐，以嘗試減少排泄量；

夜間孤身一人在家，若不慎倒臥，會因為

肢體無力、無人協助扶起，而浸泡在排泄

物中直到天明；至於一般人到門外吹吹

風、曬太陽，對玉姐而言都是奢望，遑論

實質參與社會生活。（翁國彥，2023）

另外多位也同樣患有肌肉萎縮症的

障礙者，在玉姐案宣判當天到場聆聽判決

後，其中一位障礙者也現身說法，表示當

個人助理沒有在的時候，其實他們都常常

得睡在輪椅上，因為他要自己上床睡覺還

要裝呼吸器太困難；而另外一位障礙者則

表示，他去看過玉姐幾次，過去這兩年因

為疫情關係，玉姐的生活更加困難，因為

擔心打疫苗可能的狀況無人能幫忙，甚至

沒有打疫苗，最後是確診而住院兩週（李

秉芳，2023）。從玉姐的個案及其他障礙

者的親身經歷，可以看出我國障礙者面臨

的困境，是連滿足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很

困難，遑論障礙者想在社區居住、社會參

與到履行各種社會角色。

支持障礙者生活於社區並且參與社

會的自立生活服務，雖然自2011年起已經

納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1980／

2021）第50條第一項第九款，而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包括推動個人助理、同儕支

持等服務，以協助障礙者拿回自主決定

權、能選擇自己想過的生活，然而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實施以來，卻產生不少問題，

對於障礙者而言該項服務並不好用、很難

用，包括不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的規定及自立生活運

動目的、經費預算非常少、個人助理時薪

過低等問題。例如，全國有近120萬名障

礙者，但2018年中央補助全國各縣市自立

生活經費僅3458萬餘元，至2022年也僅增

加到6683萬餘元（衛生福利部，2022）。

政府編列的自立生活經費過低，致能使用

到該項服務的障礙者僅為極少數，並且顯

然無法滿足使用者有尊嚴地在社區生活，

才會發生玉姐爭取個助時數的個案。

另外非現金給付給障礙者、由地方政

府委託民間組織（多數不是障礙團體者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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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團體）負責媒合個人助理與申請者，

提供協助／服務內容是由地方政府或服務

提供者決定，所以障礙者（也是使用者）

完全無法自主決定由誰服務以及提供什麼

服務；使用者若非來自低收入家庭，必須

部分負擔（co-pay）（周月清，2018）；

各縣市政府（含中央及提供服務單位）對

自立生活及個助服務的認知和自立生活與

個人協助的發展精神有落差，個助成為居

服的補充包（周月清等人，2019）。上述

之問題，長期讓自立生活運動推展不順

利，故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

會於2012、2013、2017年三度辦理自立生

活運動為主題的示威抗議遊行，訴求個人

助理時數上限去除、個人助理時薪調高、

經濟安全保障（王育瑜，2017）。

參、 障礙者平權在我國法制規範

下的實踐

《身權法》中雖有自立生活的規範，

而個人助理服務則是規範於《身權法》

的子法―《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

辦法》（2012／2015）（以下簡稱《照

顧服務辦法》）；然而從法規名稱及章

名，即可看出我國仍是將個助視為個人照

顧的服務內涵，故並不符合障礙者運動挑

戰「照顧」的語言，因「照顧服務」被視

為被照顧者是有問題的、依賴的，導致支

持需求者和提供者是不平等的（周月清，

2018；Gibson et al., 2009）；再者，由於

我國《身權法》與《照顧服務辦法》都是

在「照顧」的框架底下，亦即將障礙者視

為有問題的、依賴的，故需要照顧障礙

者，而非自立生活。亦即，現行法的照顧

框架，忽略了對障礙平權的要求，顯示出

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即是對障礙者而言最

重要的障礙平權和自立生活的精神、價

值、實踐方法，因為欠缺工具性、實踐性

的「個人協助」制度規範於《身權法》母

法之中，其子法更欠缺個人協助制度的運

作規範，而造成在法制上根本性的脫鉤。

故欠缺工具性法規去具體實踐平等要求的

立法規範，其中攸關障礙者平等地融入與

參與社會、居住於社區之中的「個人協助

制度」（Personal Assistance）尚未明列於

《身權法》，則是最主要之爭點。

所謂的個人協助制度，是指有效促

進障礙者獲得各類支持的政策，使障礙者

住在社區無障礙住宅、交通及社區內生

活，並獲得同儕支持，管理其個人協助

服務，完全參與自己生活的決策，而非住

在機構／教養院內。依據CRPD第19條，

「個人協助」制度是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

區融入重要條件（周月清，2018）。1990

年代以降，個人協助成為許多歐美國家支

持障礙者日常生活的主流與法制化的服務

（周月清，2018；Shakespeare et al., 2018; 

Ungerson & Yeandle, 2007），換言之，個

人協助可說是先進國家障礙者自立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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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里程碑。

檢視目前現行的《照顧服務辦法》中

的個人助理，其實並不符合CRPD第19條

自立生活及第五號一般意見有關自立生活

之要求，同時我國法規也未將近用個人助

理視為是一種權利或是達成障礙平權的一

項重要手段，而是政府對障礙者的一種服

務，故應先於《身權法》中增列個人協助

制度，承認近用個人助理是符合《憲法》

平等權、基本國策以及CRPD之要求，並

依此訂定相關辦法，使個人協助成為落實

障礙者平權最重要的方式及手段。

從玉姐的個案中顯示，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核定個人助理的時數，並非從使用

者所需的角度去考量，為避免類似玉姐的

個案不斷發生，唯有修入《身權法》並且

授權訂定相關子法，方能完善個人協助制

度，並且能夠站在使用者角度及促進障礙

者平權的立場，才有機會讓身障者生活於

社區之中並參與社會，以達CRPD第19條及

第五號一般性意見對於自立生活之要求。

肆、 細論為何個人協助制度需要

入法

如Barton等人（2002）所述，社會變

革是社會所建構出來障礙的主要補救措

施，而採取體制內的修法程序將是最經濟

簡便並且也是社會成本最低的方式。個

人協助法制化與否對於障礙者平等權利

之落實有何差異之處，可以從Branco等人

（2023）的實證研究中看出個人助理法制

化對障礙者平權的重要性。這篇跨國研究

發現，只有採取個人協助制度立法的國

家，當社會更加平等時，障礙者的福祉就

會改善，所以這項研究支援了個人助理是

障礙者平等的關鍵條件之假設。是故，個

人協助制度不僅是障礙者融入社會和自

立生活的重要工具，同時也對障礙者平

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前提必須是國

家採取個人協助制度予以法制化。另外

一篇von Granitz等人（2022）研究，早已

實施《個人協助專法》（The Swedish Act 

Concerning Support and Service for Persons 

With Certain Functional Impairment, LSS）

的瑞典五年期的縱貫研究，從該篇研究中

亦可清楚看到瑞典的個人助理是對障礙者

的支援措施，並且強調了監測內容方面的

重要性，以確保個人協助的活動符合LSS

立法和CRPD第19條的政策目標，即充分

參與社會。

如前所述，依障礙者的需求觀察，

我國障礙者平權面臨最主要之困境，即是

《身權法》母法欠缺個人協助制度的明確

規範，而我國個人協助制度需要法制化之

原因，除了平等權利需求之外，也必須在

國際上需要符合CRPD精神，以及健全國內

法制和障礙者實際需求為出發點，包括：

一、 CRPD所強調社會模式和人權模式，

體現CRPD所欲達到障礙者平權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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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可以說社會模式和人權模式，

也是一種平權模式。在此基礎上，個

人協助制度及個人助理並非照顧、也

非服務障礙者，而是國家有責任提供

任一國民平等行使公民權的義務，而

個人助理即是提供障礙者平等行使公

民權最重要的工具。

二、 先進國家障礙者運動，不希望個人

協助以「服務」稱之，以強調近用

（Access）個人協助是障礙者的權利

（周月清，2018；Ratzka, 2013）。

但我國法規上，個人協助並非專法、

專章、專條，而是規定於《身權法》

授權之子法《照顧服務辦法》（2012

／2015），其中第九章「自立生活支

持服務」的第70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71條第一項第二款。從法規名稱及章

名，即可看出我國仍是將個助視為個

人照顧的服務內涵，和強調近用個助

是障礙者權利的平等概念相去甚遠，

故現行的照顧辦法並不符合障礙平權

及CRPD第19條及第五號一般意見，

而是政府對障礙者的一種服務，故應

先從法制上解決，讓個人協助制度入

法，承認近用個人助理是符合障礙者

平權以及CRPD之要求，並依此訂定

相關辦法，使個人協助成為落實障礙

者平權最重要的法律依據。

三、 現行《照顧服務辦法》是以服務提供

者的思維去架構及建立服務輸送體

系，而非以「障礙者」為中心，使得

障礙者失去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權；而

對生活的掌控權並非障礙者特權，只

不過是非障礙者常常將其視為理所當

然，故應以障礙者權利近用的角度去

思考支持輸送體系，方符合障礙者平

權之要求。

四、 現行制度下個人助理淪為長照居服的

補充包：根據周月清等人（2019）的

研究發現，我國當前個人助理服務的

發展不但與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精神

相違背，也無法取代忽視障礙者自主

的居家服務，導致個助和居服兩者之

間相互競逐，抑或成為後者的補充包

（周月清等人，2019）。另外，目前

《照顧服務辦法》最後修正日期為

2015年，然長照2.0於2017年開始實

施後，因《照顧服務辦法》之部分內

容與長照2.0多處規範重複，且長照

預算來源為中央長照基金支應，而

《照顧服務辦法》依照《身心障礙者

居家服務費用補助辦法》（2012）第

四條規定係由地方政府負擔，故地方

政府為節省經費，即高度仰賴中央支

應的長照基金，而將對身心障礙者之

居家服務導向由長照2.0執行，進而

實質掏空了《照顧服務辦法》。障礙

者基本權之保護為國家應盡之責，故

應以維護障礙者之基本權為出發點，

架構出障礙者支持體系以區別長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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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體系，依其立法目的循序漸進發展

出支持及服務內容。

五、 長照2.0和《身權法》及其《照顧服

務辦法》的政策規範目的不同、作用

不同，故應於《身權法》母法中明列

個人協助制度，同時並授權訂定個人

助理辦法，使個人協助制度能完備法

制，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依循法規，明

確個人助理和障礙者之間的權利義務

關係、障礙者有權近用該權利，以達

到障礙者平權之目的。

六、 需符合障礙者實際所需：在瑞典，個

人助理是為基本和額外需求提供的，

而基本需求在LSS法案中定義為個人

衛生，膳食，穿衣／脫衣，溝通和監

督等等，其他需求可能是支援工作、

學習或從事休閑活動（von Granitz et 

al., 2022）；在我國個人協助制度目

前仍是以滿足使用者個人生存所需為

主，而長照居服是著重於醫療照顧

面；相較於長照居服是以服務項目為

支付標準，個助則是以協助障礙者行

使其社會角色所需，故個助較於長照

居服有彈性，亦比較符合障礙者實際

需求。

綜上所述，個人協助制度是落實

CRPD對於障礙者平權的重要工具，然我

國現行法之《身權法》卻僅單項列出自立

生活，並於授權辦法中，將個人協助、同

儕支持、自立生活計畫書等概念，含括於

自立生活之中，已非恰當，並且中央政府

僅以部分公彩盈餘支應其預算，更凸顯個

人協助制度在法制上的降階及錯置，以及

政府不願意投注資源維護障礙者平權。是

故，應於《身權法》母法中單獨明列個人

協助制度並依此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身心障

礙者聘用個人助理辦法，使個人協助有明

確的法源及預算編列依據與來源。

伍、結論與建議

障礙者也是國民，玉姐及所有的障礙

者理應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跟其他人一

樣生活在社區之中，並且和其他國民一樣

得平等行使各項權利，所以國家有責任亦有

義務讓所有國民得以自主決定，平等地行使

各項權利；但障礙者受限於本身身體的功

能限制，致使其無法或減損其參與社會和

管理生活之能力，但並不因此而減損國家

對障礙者所負之義務，亦即使障礙者和其

他國民一樣享有國民應享有的各項權利，

不因己身障礙而使權利行使受到損害。

個人協助制度是落實障礙者平等權

利的重要手段，不僅能協助障礙者居住於

社區、公平參與社會，更能讓障礙者和

其他國民一般可以如常扮演生活中的各

項角色、行使各種公民權利。從玉姐的個

案可以看出，現行《身權法》及其子法

《照顧服務辦法》以及我國的障礙政策及

法制，並未能真正滿足障礙者所需，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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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CRPD之精神與要求，尤其在障礙

平權這部分，更是尚有極大的進步空間。

故障礙者權利運動應該憑藉著公民權的論

述、CRPD等國際公約的規範，明確要求

衛生福利部及立法院將個人協助制度予以

法制化，並且依此訂定子法，確保個人協

助制度所需之經費；同時要求政府進行資

源再分配及整合相關福利服務，確保障礙

者公民權的行使、避免資源重複使用之浪

費，以及達到CRPD所要求「保護和尊重

平等地生活在社區中的人權」（protecting 

and respecting a person’s right to live in 

a community as an equal）的規範意旨

（Bannister & Venkatapuram, 2020）。

綜上，國內眾多身心障礙團體已多次

公開表達希望《身權法》修法納入個人協

助制度，故《身權法》對於將個人協助制

度予以法制化實有其必要性，除了要符合

CRPD之平等精神外，更要從使用者之角

度檢討支持障礙者的輸送體系，並重新架

構一個符合平等、近用之個人協助制度，

以達到障礙者平權的目標。

障礙平權議題是檢視國家價值選擇的

核心議題，同時也反應國家應對人民負責

的範疇與責任分工；因此，從玉姐案中更

可以看到我國法制上的落後，故本文除呼

籲政府應儘速回應障礙團體訴求，將「個

人協助」明確入法外，也呼籲各級社政主

管機關、行政法院積極了解個人協助／助

理的制度精神及內涵，讓個人助理改善障

礙者福祉，輔助障礙者平等行使各項公民

權，使障礙者得以平等立足於社會之中，

扮演好各生命歷程中的角色，並促使社會

更為平等，確實保障礙者之權利。

※ 致謝：感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

所周月清教授協助提供撰文意見。

（本文作者為立法院徐志榮委員辦公室特

別助理）

關鍵詞： 個人助理、個人協助、障礙者

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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